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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要
    作为一个跨人资与战略学科领域的探索性研究，本文运用全球价值链分析框架，立足人资发展战略视角，通过对我国广东省4家大型外资代工/OEM企业（两家新加坡商、两家台商）的案例调研，比较分析在华的外资代工业者，如何规划有效的劳动力升级创新战略，解决其进行价值链转型升级时面对的“技工荒”困境，实现可持续性发展。研究结果表明，新加坡资与台资OEM业者在转型升级的路径选择（升级到ODM vs. 升级到OBM），劳动力技能升级培训（聚焦软实力培训 vs. 重视多能工培养），激励与考核制度创新（绩效导向 vs. 员工导向），以及企业文化创新(竞争型文化vs. 和谐型文化)等战略选择上，都有相当的差异。此外，要根本解决技工荒困境，就必须有效整合“政、产、学、研、金”等关键资源。本研究成果，为我国境内跨国OEM制造业的未来前景，提供了丰富的理论与实践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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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olving the shortage of high-skilled workers: A comparative analysis on the workforce development strategies by Singapore-invested and Taiwan-invested OEMs in China
Built on the perspectives of global value chain (GVC) and strategic human resource management, this cross-disciplinary paper conducts a multiple-case study investigating two Singapore-invested and two Taiwan-invested original equipment manufacturers (OEMs) in Guangdong.  This study comparatively analyzes how foreign-invested OEMs establish and carry out innovative workforce development strategies to support their GVC upgrading, and tackle the severe labor and skills shortage issues in China. The findings demonstrate that Singapore-invested and Taiwan-invested OEMs show significant differences in the following strategic options: 1) GVC upgrading trajectories (upgrading to ODM vs. upgrading to OBM), 2) workforce development programs (focus on soft skills courses vs. focus on multi-skills courses), 3) innovations in performance assessments (performance-oriented vs. employee-oriented), and 4) development of corporate culture (competitive culture vs. harmonious culture).  The key to fundamentally solve the shortage of high-skilled workers in China is to integrate critical resources, including supports from local government, related industries, education institutes, research institutes, and financial institutions. Overall, this research provides several theoretical contributions to the literature, and insightful practical implications to the development prospect of other foreign-invested OEMs in the same contex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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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导言

美国科尔尼管理顾问公司的信心指数调查显示，自2002年以来，我国一直高居全球外商直接投资最佳选择的第一名。自90年代起，我国大约50%的外资都流入制造业，尤其是原始设备制造（Original Equipment Manufacturing, OEM），促使中国成为著名的“世界工厂”。通过有效利用外资，我国国内生产总值在2010年达到40万亿元人民币，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而外商直接投资对我国加工出口贸易总额也始终保持超过半壁江山的贡献（国家统计公报,2012）。因此，外资OEM企业在华战略一直是学者高度关注的热点课题。
然而，虽然多数在华外资OEM企业都具备相当的规模，但还是主力从事全球价值链低端的制造业务，接受国际知名品牌的委托进行代工生产(张向阳、朱永为，2005；Gereffi et al., 2005; Gao et al., 2010; 杨桂菊，2010)。这种模式技术含量不高，附加价值较低，利润也很微薄，大约在5%-8%左右。因此，当近年来人民币快速升值，伴随着国内相关成本不断上涨，就大幅地削弱了这些业者的成本优势，更压缩了其原本就不高的利润率。而其中，人力成本增加是劳动密集型OEM产业的最大挑战，毕竟，“直接人工成本”是其成本构成中的主要部分。事实上，我国目前制造业平均工资已迅速增长到每小时2.25欧元，与部分东欧国家相当，但根据中国最新的十二五规划，未来每年仍预计提高最低工资至少13个百分点。只不过，虽然劳工基本薪资不断增加，但OEM产业对新生代农民工缺少吸引力，因此招工愈来愈难，离职率也一直居高不下，面临严峻的“用工与技工荒”（刘人怀等，2013, 2014）。
有鉴于此，为了提高经济效益，部分外资OEM业者只能将制造基地向邻近的、劳动力价格仍低廉的东盟国家（例：越南、柬埔寨）迁移（刘人怀等，2013,2014）。而仍在华的OEM制造商，不少则采用转型升级战略，就是沿着全球价值链从OEM向原创设计制造业（ODM）前进，最终向原创品牌制造业（OBM）运行的升级策略，通过进行附加值较高的生产活动以获取较高的经济回报，同时引进高自动化的生产设备，以降低人力成本 (Morrison et al., 2008; Chin, 2014a, 2014b)。
基于劳动力密集的特质，是否拥有“高素质的技工队伍”是OEM制造商从事前述转型升级战略能否成功的关键因素。国外研究已表明，从事低端制造的OEM企业进行价值链升级时，其中一个较大的瓶颈在于，他们往往缺少“高素质与专业的技工”来操作新引入的高端自动化技术，或处理复杂度较高的ODM与OBM业务 （Chin and Liu, 2014a, 2014b）。然而，过去国内有关OEM转型升级的相关研究，多半仍聚焦于组织能力、资源运用、升级路径等战略层面议题，尚未关注到“技工荒”对企业转型升级战略实践的重要影响(Gereffi et al., 2011)。因此，本研究将填补学术界在相关领域留存的空白，以多重案例研究方法（两家新加坡商、两家台商），就在华外资OEM业者如何制订劳动力升级创新战略、解决“技工荒”困境的相关问题，进行深入地研究与探讨。
二、理论基础
2.1全球价值链上的转型升级
传统的生产和服务流程是企业先将商品的概念具体化、然后设计商品再到实施生产。但19世纪末的全球化潮流触发了生产流程大变革，“全球价值链”（Global Value Chain, GVC）的概念迅速崛起，成为一种的新型的跨国生产网路系统，让前面三个程序可通过不同国家的不同企业，按本身的竞争优势与资源，进行国际分工，共同完成（Humphrey et al.,2004; Gereffi et al.,2005）。一般而言，GVC是由发达国家的品牌或龙头企业领军，进行商品的设计与研发，再外包给发展中或新兴经济体的OEM业者，让他们利用当地的成本优势，进行代工制造与加工等附加价值低的业务，最后再出口回到发达国家市场，由国际品牌负责行销等经济回报高的业务(Kaplinsky et al., 2008; Herrigel et al., 2013)。例如，世界知名品牌阿迪达斯运动鞋，就是在欧洲或美国的研发中心设计，然后在中国，越南或柬埔寨贴牌生产，成品再经由出口，回到阿迪达斯集团，并由其负责全球市场的营销与通路。。
    然而，愈来愈多学者建议，新兴市场或发展中国家的OEM企业，不应只专注于价值链上的低端制造，而把产品设计与市场开发等有高回报的环节，拱手让给其发达国家的合作伙伴或买家，应尝试将其商业模式从单纯的低成本生产，转向与研发和营销有关的创新活动，从而提高其商品与服务的单位价值，这也就是所谓的“GVC转型升级战略” (张向阳、朱永为，2005；Gereffi et al., 2005; Gao et al., 2010; 杨桂菊，2010; Fernandez-Startk et al., 2012; 覃大嘉、吴东旭、毛蕴诗，2011)。这个战略体现了OEM企业在培养一定的技术与市场能力后，从事价值链上高附加值的活动，从而形成自己的战略性资产、创造性资产，并据此获得核心竞争力的升级过程。它具体呈现了从原始设备组装与制造（OEM）（以客户名义生产商品），转向包含设计活动的生产制造（Original Design Manufacturing, ODM），最后达成原创品牌制造（Owning Brand manufacturing, OBM）（以自有品牌商品参与市场活动）的一种独特战略路径。而这种升级战略，已证实对OEM企业在国际市场上建构自身品牌价值，提升商业活动的经济效益有相当显著的成效 (Gereffi et al., 2011)。
     在中国，部分外资OEM企业早已遵循前述发展途径，成功地升级为OBM企业。例如台商直接投资的宏基电脑（Acer）与宏达（HTC）智能手机，都是从OEM代工起步，通过与全球知名品牌的长期合作交流，学习到世界级的先进技术、管理实践和国际市场标准。因此成功地转型升级，建立自有品牌跃上国际舞台。而这样的情况也正反映出国际品牌与其OEM供应商之间一种“知识溢出”（Knowledge Spillover Effect）效应，尤其是和个体的体验或经验息息相关、必需通过面对面交流与长期实践才能累计获得的“隐性知识”(Tacit Knowledge)(Wei and Liu, 2006)。
也因此，愈来愈多的在华外资OEM 企业，跟随先驱者的成功案例，利用提供代工服务与跨国领先企业紧密沟通合作的机会，鼓励员工吸收新知识与学习新技能，通过人才的培养让自己的公司掌握这些珍贵的知识与能力，之后再运用这些新知识推动创新活动，培养自主品牌，实践价值链上的转型升级，进入ODM或OBM的盈利模式，完成生产活动之外的价值增值。更有不少在华的外资OEM业者，借着地利之便，瞄准我国快速增长的消费市场，将自主品牌的产品直接中国市场销售 (Horng and Chen, 2010; Chin and Liu, 2014a, 2014b)。
2.2  与GVC转型升级同步的劳动力升级需求

值得注意的是，在前述GVC转型升级战略的实际执行上，“劳动力的素质”是关键的成功要素，毕竟，缺少高水平技工，企业就无法完成GVC上高附加值环节的国际分工业务[24][25]。举例而言，承接ODM订单需要精通产品工艺，才能在产品开发初期，就介入客户端协助其新产品的设计与研发。而OBM业务的涵盖范围更广，除了专业技工，企业还需要营销人才开展品牌与市场营销活动。此外，如果是电子、家电、或其他高科技商品，业者还需要培养相关技术人员解决产品售后服务。因此，OEM企业如果要升级到ODM或OBM的商业模式，就需要培育或引进更多元化的人才，并制定更全面、系统的劳动力升级战略。

然而，如前所述，目前不少在华的外资OEM业者，正面临中国严酷的“技工荒”，急需建立高素质与专业的技工队伍，来支撑其进行GVC转型升级战略。而这个代工制造业的“技工荒”现象究竟为何出现？梳理相关文献，我们发现，这与我国的制造业前景、教育结构、人力资源结构和配置有紧密的关联 (李宝元、王泽强，2009)。基本上，主要成因有三： 

一是新生代农民工的“高离职率”。我国目前的劳动力市场上，农民工求职群体的结构性已发生很大的变化，根据全国总工会2012年的调查，8O后、90后的“新生代农民工”人数已超过1亿人，占农民工总数的60．9％，占全国职工总数近一半，成为产业工人主力。与上一代农民工相比，他们出生在中国经济高速发展时期，不少是独生子女，从小在家长呵护下成长，大多受教育程度较高，接受新事物较快，但社会抗压能力一般较弱，如富士康的自杀事件就是一例(Chin, 2014) 。同时，他们也较重视自身权益与自我实现，因此，如果在工作上有不如意，他们往往很快就离职。

二是代工业前景堪忧下的“招工难”。如前所述，我国OEM企业在失去成本优势，加上发达国家订单减少的双重压力之下，多半加强成本控制，因此在工人的薪资设计与职业发展规划上，对新生代的农民工没有吸引力，造成招工愈来愈难 （杨志明，2011; 谢传会、程业，2012）。

    三是职业教育体系与社会实际需求脱节下的“技工荒”。我国代工制造业的“技工荒”，源于高等/职业教育培养的人才与社会经济发展所需的劳动力资源不适配 （李宝元、王泽强，2009；杨志明，2011) 。教育的供给与企业实际需求严重脱节,目前“职业技工稀缺”与“大学生就业难”同时并存的现象，就反映出问题的严重性。有学者指出，问题根源在于，我国财政公共资金对教育的投资呈现了“哑铃型”特征，偏重对义务和高等教育的投入，却忽略了中间的职业与能教育，衍生出“重文凭、轻技能”的社会价值观，更造成OEM企业在转型升级时,短缺足够技术工人的窘境。
与前述情况相呼应，国外文献也表明，发展中或新兴市场的劳动力发展/教育体系一般还不成熟，无法提供GVC升级时所需的、专业的技能培训与教育课程 (刘人怀等，2013， 2014) 。因此，在这些市场运营的外资OEM企业，如果选择依赖当地传统的职业教育体系来培养专业技术工人，结果通常不尽如意(Chin and Liu, 2014a)。因此，部分在华外资OEM业者，倾向依靠自身的经验、资源与投入，分析那些技能是转型升级不可或缺的，再据此决定培训的内容与优先顺序，并制定与执行相应的劳动力升级战略。只不过，如前所述，目前国内外相关实证成果仍然有限，因此，我们尚不能确定，这些外资OEM企业到底采用了哪些劳动力升级战略？这些战略是否能有效减轻OEM企业的“技工荒”压力？

    综上所述，作为一个跨人资与战略学科领域的探索性研究，本文将聚焦于填补之前的研究空白，通过对我国广东省4家大型外资OEM企业（两家新加坡商、两家台商）的案例调研，运用全球价值链分析框架，立足人资发展战略视角，探索在华外资OEM业者，如何规划有效的劳动力升级创新战略，解决其进行价值链转型升级时面对的“技工荒”困境，实现可持续性发展。
三、研究方法
本研究采用质性研究方法进行案例调研，交叉使用深度面谈与焦点小组访谈，加上分析档案和现场数据资料以归纳出结果。鉴于多重案例更有助于形成复制逻辑，对新的证据与现象提供较概括性的理论解释，以产生强而有力的结论（Eisenhardt and Graebner, 2007） 。因此，本文进行了多案例研究。
3.1样本选择
在案例研究中，样本的选择必须有代表性，因此是最困难也最重要的程序之一。文献显示，鉴于文化和语言的同质性，自中国改革开放以来，台湾、香港、澳门与新加坡一直是在华外商直接投资的主要来源地。而其中，台商与新加坡商都以拥有高科技的制造技术举世闻名，也都为了追求低成本生产 (Chin and Liu, 2014a)，大举在华投资建厂。因此，在控制外部变量影响的前提下，本文决定选择位于广东省、来自台湾或新加坡的大型OEM企业作为样本，并按以下标准筛选：1）是新加坡或台商直接投资的OEM企业；2）正在或已进行过GVC转型升级；3）是各自产业中的领先企业。
结果共选出四个样本案例：总部在新加坡的V集团与S集团（电子业代工）；总部在台湾的A集团与B集团（高尔夫球具代工）。
3.2 数据源和信息提供者
我们数据主要有三个来源：（1）分别与四个集团由母公司派驻中国的高层管理人员进行面对面深度访谈（一手资料）；（2）对其中国工厂的中层与基层管理人员进行焦点小组访谈（一手资料）；（3）二手数据：包括报纸、期刊、企业文件、产品和企业宣传手册、研究报告、网站资料以及其他非正式的评论或观点等。访谈采用半结构化和开放式问题。主要信息提供者：集团中国区营运长/总经理、人资总监、生产经理、产线班长/小组长等。
3.3 数据收集方法
我们在2013年4月到10月进行调研。为了确保研究方法的严谨性，我们由三人组成的团队来进行半结构化访谈，一位研究者处理问题，而另两位负责记录和观察，同时将访谈内容录音以免遗漏信息。再者，为了检验访谈结果的信度和效度，若对某些内容有疑问，就对调研对象再次进行电话访谈，以获取更清晰的证据。由于这四个案例都是大型企业集团，都存在大量的公开档案记录，让我们可以参照比对，并据此对调研内容进行补充，进一步增强数据收集的信度与效度。
四、实证研究结果
根据调研结果，我们发现，四个样本案例中，除了台资B集团之外，其他三家皆为上市企业。其中，V集团为电子代工制造业的全球前五大企业（其领域第一名为富士康集团），而A集团则是高尔夫球具代工产业的全球第一大企业。案例基本情况请参照下表1。
表1案例基本情况介绍
	
	V集团
	S集团
	A 集团
	B集团

	 成立
	1984/2002年新加坡上市
	1981/2001年新加坡上市
	　　1953/1997 台湾上市
	1987

	 主营

业务

&

客户
	电子业代工制造（OEM/ODM）
为Toshiba和HP等世界级品牌企业提供高附加值、集成化的完整OEM/ODM制造业务。主要产品为大型专业打印机、收银机等。
	电子业代工制造（OEM/ODM）
主要为全球500强的大型跨国企业提供集成化的OEM/ODM制造业务，生产精密机械配件、零件，如打印机零件产品等。
	高尔夫球具代工（OEM/ODM）
为全球知名高尔夫球具品牌作代工服务，包括TaylorMade, Callaway, Ping,Cobra and Nike
	高尔夫球具代工（OEM/ODM）
为阿迪达斯集团旗下的高尔夫球具作代工TaylorMade, 

	企业所在地理区位
	总部位于新加坡。全球有十五个制造基地，多半位于马来西亚，三个在中国（上海、深圳）。
	总部位于新加坡。主要制造基地设在马来西亚，中国有两个工厂（上海、苏州）。
	总部设在台湾。全球有18个下属子/分公司。主要制造基地在中国广东中山（主力工厂）、台湾与越南。 
	总部位于台湾。主要制造基地设在中国东莞（主力工厂）、台湾以及越南

	2012

营业额
	    约117亿人民币
	约4亿5千万人民币
	      约30亿人民币
	  约6亿4千万人民币

	员工数
	全球约14,000人

/中国约1,000人
	全球约3,000人

/中国约1,000人
	全球约13,000人

/中国约9,000人
	全球约5,000人

/中国约4,000人


基本上，四个OEM案例都已为其主要品牌客户从事一定程度的ODM业务，并或多或少开始向GVC上附加值更高、更复杂的商业模式进军。为了储备转型升级所需的人力资本，四家企业都持续推动能解决“技工荒”的创新人资战略。但我们也发现，新加坡与台资企业在相关战略选择上，有明显的不同，因此，本研究将实证结果通过系统性的比较分析。
    （一） OEM企业转型升级路径的比较分析
四家案例企业都成功度过2008年金融风暴和2010年欧债危机。但同为亚洲四小龙的背
景，来自新加坡与台湾的OEM业者，在面对中国严酷“用工与技工荒”挑战时，却选择了不同的发展模式，而这个发展路径的差异，反映出台湾与新加坡两地华人企业家不同的文化特质 (Chin and Liu, 2014a)，更对其企业的劳动力升级创新战略选择，产生很大的影响。
两家新加坡案例企业都拥有足够的高新技术与财务能力，但却宁可选择跨产业投资、不在原行业直接升级到OBM阶段。调研显示，S集团看好节能间减碳的国际潮流，从2010年起已投入LED产业，计划建立自有品牌。而V集团则从2011年起，运用自有的专利技术，生产自有品牌的小型打印机与面包机，并准备在中国的大型连锁商场销售。相对而言，两家台资案例都已开始尝试在原本的产业进行朝向OBM的升级，希望利用国内对高尔夫球具等高端商品的巨大消费潜力，作为建构自身品牌的契机。调研发现，A集团已对高尔夫球具开发所有相关工序流程，进行了深度的垂直整合，从球头到球杆，甚至较为复杂的模具，都有足够的技术能力自主研发，并在台湾总部成立了新的事业部，为下一步转型升级作铺垫。B集团则已在国内设立了新的公司，期望能从内销作为突破口，发展自有品牌制造的业务。
我们的研究表明，新加坡企业似乎较不考虑在原先产业升级到OBM，承担失去国际级大客户的风险，反映出新加坡企业较为谨慎与保守的企业文化。 而台资企业则展现出较高的创业精神，希望直接运用积累的资源与技术能力升级到OBM，较快获得高额利润。
前述两种战略选择各有利弊，从理论视角而言，跨产业升级到OBM商业模式是进入新的领域竞争，需要较大的研发资本投入，并在技术应用等相关思路上创新 (Kaplinsky et al., 2008)，可以是产业链的延伸，如：iPhone与家族产品iPad，也可应用原有技术能力于多重产业领域（如：S集团投入LED；V集团投入小型打印机与面包机）。而OEM企业如在原产业直接进行OBM升级，则有制造能力与经验的优势，但会与品牌客户成为市场上的敌手，而陷入一种两难困境—要如何在维护原有OEM业务客户信任的同时，建构自主品牌。 总体而言，在实践上，跨产业升级OBM的战略选择，有相当的资金进入门槛，因此，多半只有如新加坡案例般、有母国政府资源支持与财务优势的上市公司，才有实力采用。而在同行业升级到OBM商业模式，也有接受失去OEM业务订单的高风险，但具有开拓精神且勇于冒险的台资企业却常选择这个途径，大胆挑战全球价值链上，低端的OEM供应商与高端的发达市场买家，权利与利润不对等的地位，直接进入国际市场上争取更高的经济效益(Morrison et al., 2008; Horng and Chen, 2010；Wielemaker and Gedajlovic, 2011)。

    （二）OEM企业劳动力升级战略的比较分析
由于前述新加坡与台资OEM业者选择了相异的转型升级路径，因此，其在华的人资战略方向也有所不同。基本上，四家案例企业都认为，中国目前的制度环境还不成熟，在劳动关系与职工权益等相关法律的实际执行上，有不少模糊、缺少规范的空间 (Lau and Bruton, 2008; Gao et al., 2010; Bruton et al., 2010)。因此，处理中国基层职工相关问题时（例：劳资纠纷、罢工、社保等），需要应付沉长繁杂的行政程序，更要打点好方方面面的关系，而和本土业者相比，外资企业在这个部分往往处于劣势。
鉴于此，两家新加坡业者为了配合其跨产业升级OBM的大战略，都在全球范围（包括中国）招募能从事技术创新的高端人才，并为了规避国内劳资纠纷的高风险，在中国厂大量以机械设备减少低端劳动力的使用，并加大投入与自动化设备引进有关的人才培训，同时把劳动力密集的工序转到与自己母公司相邻的马来西亚工厂。相对而言，两家台资企业都将国内视为一个拥有巨大消费潜力的市场，都考虑进一步利用中国进行自主品牌与行销渠道的建构。虽然他们也都经历过国内基层员工抗争、甚至罢工的情况，但由于两岸同文同种，文化差异较小，台资与其他在华外企相比，在管理国内员工以及和政府部门的沟通、协调、甚至建立“关系”上，都较为得心应手。也因此，如非必要，台资OEM并不希望在华减资关厂，多半更为努力进行招工，解决用工与技工荒的危机(请参考表1：四家工厂国内与全球职工人数的比对)。接下来，本文将新加坡与台资在华劳动力升级战略进行更深入的比较分析：
    1、劳动力技能与素质培训的创新与比较。
如前所述，新加坡的V集团与S集团都认为，将低端制造直接转移到人力成本相对低廉的马来西亚工厂，在中国厂引进自动化技术以降低人力使用是最有效的方法。因此，两家企业都聚焦于对现有劳动力进行专业技能提升和“软实力”培养。自2010起，V集团更多地投入“多功能工”培训，鼓励员工跨职能学习不同工种与岗位的技术，也补助职工参与外部训练课程，同时采用创新的“头脑风暴”方案，让基层工人也可以通过与管理层的知识分享活动，参与公司新技术与商品的创造。 S集团则从2009年起与新加坡技术教育学院合作，在华挑选有潜力的基层工人到新加坡总部接受更全面、先进的职能教育，除专业技术外，更培养其领导、管理、沟通协调等方面的软技能，之后再让他们回到中国管理生产。
台资OEM业者则善于利用人脈关系网，开展更多元化的招募活动，例如鼓励职工介绍同乡朋友，寻求地方政府的支持与协助，或与职业学校进行合作，安排学生进厂实习，也会招募短期工与兼职工人。由于工人来源变得多样化，入职与上岗培训就显得更为重要。两家台资案例都在这个环节，设计了创新的新晋职工关怀/支持方案，例如，A集团在2010年，针对8O后、90后的新生代农民工/职工的性格特征与需求，引入独特的“导师制”，这并不是针对“技能”的传授，而是着重“沟通”与“交流”，导师会主动关怀新人的近况与思想动态。而B集团也在入职培训的菜单上，加入了情感激励课程。
根据研究团队在2014年3月进行的追踪访谈，两家新加坡集团都表明，在华的“技工荒”已得到缓解。两家台资业者则都有效控制了专业技工离职率的恶化，年后都有超过70%的熟手回来上班（2012与2013年都只有约40%）。只不过，招工的困境还是持续存在。
    2、激励与考核制度的创新与比较。
    在中国人力成本急速增加的压力下，新加坡两个案例都调整了原本的薪酬与考核制度，加强了绩效与奖金的挂靠程度，让效率好的工人可以得到更多生产奖励，增加工作积极性，提高劳动生产率。V集团在缩小中国工厂规模时，甚至采用较为残酷的末位淘汰制，裁减效能不佳的生产线。简言之，新加坡业者并不特别关注离职率，只重视是否留下了“优秀工人”。

    相较于新加坡案例注重客观量化的绩效指标与考核机制，台资企业则显得较有人情味，虽然也努力提升生产效能，但面对合作多年的老员工，还是不愿意采用太激烈、容易破坏组织和谐的激励方式。B企业就表示，在离职率已很高的情况下，过多地鼓励竞争或拉大薪资差异会带给基层压力，造成士气不振、甚至抗争的负面效应。因此，他们主要进行非财务的精神激励方案，如开展创新的“关爱员工”计划，“体验日”活动以及暑期亲子夏令营等，对员工的关心从工作延伸到日常生活，增加其对公司的感情依赖，进而留住员工；而体验日活动可以促进基层职工与管理层在处理问题上换位思考，增加双方的理解尊重。
    2014年3月的追踪研究显示，绩效考核规定的大幅调整，很容易造成老员工强烈的反弹。由于两家新加坡业者在华工厂规模不大，即使V集团采用了较激进的末位淘汰制，让部分被资遣的老员工去劳动局抗争，但负面声浪影响有限。相对而言，两家台企的职工人数较多，由于今年订单减少，一线工人不但很难领到高额生产奖金，反而还得增加生产效能。结果，福利为同业最佳的A集团，靠加大力度的员工关怀计划成功留下员工，但平均薪资较低的B企业，其年轻新员工的离职率仍处在较高的水平。
    3、企业文化创新与比较。 
基本上，四家案例都进行了企业文化创新。鉴于新加坡在华OEM业者未来的战略方向是加大工艺与技术的创新，因此两家企业的领导风格都较为强势，战略思路是“变中求稳”，提倡一种竞争型的企业文化，激励员工跳出既有的思维框架，朝高效能、自主管理的新模式迈进。相对而言，台资企业的战略思路是“稳中求变”，在“招工难”、“高离职”与“技工荒”的严峻大环境下，强化组织的人文关怀与团队精神，尽量减少员工与雇主的摩擦，建构一种和谐的企业文化。而A公司更在集团内组建企业学院，希望经由共同学习，深化人与人之间的沟通和交流， 推动企业文化建设。

组织文化的创新与变革并非一蹴即成，需要领导潜移默化的影响以及一定时间的推动，才能真正改变所有成员的价值观与行为。在2014年3月的后续调研中，四家案例企业都认为，目前公司凝聚力已经变强，产线士气也有所提升。值得注意的是，从组织文化的视角来看，新加坡业者鼓励“结果与绩效导向”的竞争性文化(Damanpour and Devece, 2012)，的确较有效地提升了组织效能，但也有其局限性，因为竞争毕竟是残酷的。S集团外派从总部外派中国的人资总监就坦诚，虽然公司已不断强调产线竞争的公平性，而绩效较好产线的离职率也逐渐降低，但绩效较差产线的员工却觉得压力愈来愈大，与雇主的关系也变得紧张。相对而言，台资业者努力塑造“过程与团队导向”的和谐文化 (Damanpour and Devece, 2012)，让基层员工感受到职业安全感，大幅拉近员工与管理层之间的距离，比新加坡业者更显著地降低了员工离职率。只不过，就如A集团人资经理所言，部分员工太过安于现状，产线的竞争意识不足，很多优秀的人才因此觉得没有发挥空间，反而想离开。
五、结论与对策
通过前述针对新加坡与台资案例的深入比较分析，我们发现，四家外资在华OEM企业都进行了不少创新的劳动力升级计划，来支撑企业本身的转型升级战略。总体而言，新加坡业者注重生产工艺的创新，因此聚焦于现有劳动力技能与素质的升级，同时加大薪酬差异，留下绩效好的工人，提倡一种竞争型的企业文化。而台资企业则倾向通过更多元创新的招募活动与新职工培训课程，来降低离职率与技工荒。台资业者虽也投入多能工的培养，但鉴于其产线自动化程度不高，机械设备操作技术难度有限，因此对现有职工技能与素质培训关注较低，但高度关注雇主与职工间的情感沟通与意见交流，希望增加新生代职工的归属感与组织认同，建立和谐的企业文化以留住员工。
综上所述，我们可以得到以下的结论：在华外资OEM业者解决“技工荒”困境的关键任务，就是必须克服现今中国劳动力市场上，因教育人力资源开发体制与激励机制的逆向错位，造成的“专业技工供求失衡”问题。换言之，OEM企业需要在工人供给已非常紧张的情况下，招募到有转型升级潜力的新血，也就是那些8O后、90后的新生代农民工/职工。同时，工厂也必须改善人力资源管理系统，强化职业生涯规划与培训体系，制订公平、有激励性的考核与薪资福利制度，同时给与员工人性的关怀与支持，才能留住有能力的技工，解决离职率过高的问题。
此外，中国经济发展的进程，已从单纯依靠物质和劳动投入，转向依靠技术进步与生产率的提高，对劳动力的需求也发生根本上的改变。因此，上述“技工荒”的成因与宏观层次的中国社会、就业与政策环境、经济增长速度、产业结构转型、劳动力结构改变，以及微观层次的公司战略选择、人资管理体系等都息息相关。因此，我们认为，要提出能根治中国“技工荒”的有效对策，必须整合包括政府、制造商、职业学校、研究院以及金融机构等相关资源，也就是要在一个 “政、产、学、研、金”资源整合框架下，才有可能从根本解决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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